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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高技术服务业”一词源于我国政府出台的文件，王瑞

丹（2006）[1]认为高技术服务业是一种以网络技术以及信息

技术等高新技术为支撑，以服务为表现形式，手段更先进，

具有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的新型现代服务业，是高技术

产业向传统服务业的渗透，并兼具两者的优势；后续学者对

高技术服务业的定义与之类似，认为该产业是以先进的科

学技术为社会、企业等提供优质服务的高知识性产业[2，3]。

高技术服务业作为新兴行业，目前国内主要从以下四

个角度进行研究：一是从影响该产业发展的因素方面，研

究发现经济环境、政策支持、对外开放水平等是促进高技

术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原因[4，5]；二是从该产业自身集聚的

角度，认为共享基础设施和劳动力、知识溢出、相关投入以

及其他关联产业的带动互补效应是促使该产业集聚的主

要因素[6，7]；三是针对该产业目前的发展状况作出评价，相

关研究指明该产业的发展在各地区间存在较大的差异[8，9]；

四是将高技术服务业与其他关联产业的协同发展问题作

为关注和研究的热点，研究表明高技术服务业对推动诸如

高技术产业、制造业等需要高知识投入的产业的发展具有

促进作用，多表现在提高其他产业创新能力、产出以及两

者协同发展等方面[10，11] 。

本文选取我国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从Marshell

集聚的视角探讨高技术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

1 模型与指标选取

1.1 两阶段网络SBM模型

本文基于前人的研究[12,13]，采用非径向的两阶段网络

DEA模型。

1.2 投入产出指标选取

对于整个创新的投入产出过程，本文将其分为两个子

阶段：第一阶段是创新的基础研发阶段，主要是指各区域

的高校、科研机构等部门对于理论科研创新的投入和产出；

第二阶段是创新的商业转化阶段，即通过将第一阶段的理

论创新成果投入市场从而带来收益的过程，因此可以得到

整体创新效率值、创新研发效率值和创新转化效率值。

关于创新的原始投入指标，大多数学者将其设定为人

员投入以及经费投入，其认可程度相对较高，本文将各省

R&D经费支出和R&D全时当量人员作为创新研发阶段的

投入，然而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关注到研发资本在积累过程

中对于创新的影响，本文参考董登珍等（2018）[14]的做法，取

2000 年 后 的 折 旧 率 为 15% ，其 计 算 公 式 为 ：

C( )t = I( )t - 1
+ (1 - σ) C( )t - 1

。其中，C( )t 为当期的资本存量，

I( )t - 1
为上期的资本投入，σ 为折旧率，C( )t - 1

为上期资本存

量；初始的研发资本存量公式为：

C( )0
=

I( )0

g + σ

其中，C( )0
为初始存量值，I( )0

为首期资本投入，g 为

研发资本的增长率。以此得出各年的研发资本存量并将

其纳入该阶段的指标体系中。

对于创新研发阶段的产出，专利数量一直是一项被众

多学者所采纳的指标，虽然该指标自身也存在某些问题，

如有学者指出专利数量衡量创新可能会存在高估现象[15]，

但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目前仍无更优的替代指标，且其

中发明专利的创造性价值更大，实用性更强，更能反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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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创新研发产出水平，因此本文将各省的专利申请数

量、发明专利授权数量纳入该阶段指标；而科技论文数量

可以反映区域的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的产出情况，本文将

各省发表的三大索引（SCI、EI、ISTP）论文数量纳入指标体

系中。

最终创新商业化的产出，本文选取各省的技术市场成

交合同金额、新产品销售额以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新产

品出口额作为该阶段的产出指标，同时为满足数据指标需

要，本文利用SPSS软件对上述9项指标做了皮尔逊相关性

分析，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另外考虑到投入产出的时滞性

问题，本文设定子阶段的时滞期限为1年，整个创新过程

时滞期为2年，例如创新研发投入指标的日期为2015年，

则中间产出的日期设定为2016年，最终产出的日期为

2017年，本文测算的日期范围为2008—2017年，以此得出

共10年的创新效率值。

1.3 门槛模型设定

门槛回归最早由国外学者Hansen（1999）[16]为研究数

据结构的突变性问题及变量间非线性关系而提出。固定

效应下的单一面板门槛模型表达式如下：

yit = μi + θ1xit I(qit £ γ)
+ θ2 xit I(qit > γ) + εit (i = 12 ; t = 1

2)

其中，μi 为个体效应，θ1 和 θ2 为待估参数值，xit 为解

释变量，qit 为门槛变量，γ为门槛值，εit 为随机扰动项，I

为示性函数，若可满足门槛条件，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

0。在此基础上双重门槛模型表达式为：
yit = μi + θ1xit I(qit £ γ1)

+ θ2 xit I(γ1< qit £ γ2) + θ3xit I(qit > γ2) + εit

(i = 12 ; t = 12)

1.4 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本文选取经过DEA模型测算后的整体

创新效率值作为被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区位熵值向来被大多数学者用来衡

量Mashell集聚的强弱，其数据易于获取且可靠程度相对较

高，本文选取各省高技术服务业区位熵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具体参考张可（2019）[17]的做法，计算公式为：LQij = (Sij /Sj)/

(Si /S) ，其中 LQij 表示区位熵值，Sij 表示第 j 个省份的 i

产业的就业人数，Sj 表示 j 省份所有产业的就业人数，Si

表示全国 i 产业的就业人数，S 表示全国所有产业的就业

人数。

门槛变量。本文选取高技术服务业区位熵值以及各

省人均GDP作为门槛变量，以具体探讨该产业在不同程

度的集聚模式及经济水平下对创新效率的影响。

控制变量。本文主要从五个不同方面考虑控制变量：

（1）对外开放水平。该变量通常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从

各区域进出口贸易的角度，二是从外商对本区域投资的角

度，基于数据的易得性，本文选取各省外商直接投资额占

GDP的比重来衡量区域的对外开放水平。（2）市场化水

平。本文选用各省国有工业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占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来衡量各省的市场

产权结构。（3）产学研合作强度。省内企业与高校、研发机

构合作的强弱可能也会对创新效率产生一定影响，本文采

用秦青（2018）[18]的做法，利用企业R&D经费外部支出中高

校和研发机构的金额占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的比重来

衡量。（4）政府支持程度。本文利用各省科学技术支出金

额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说明该指标。（5）受教育水平。

本文用各省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该变量，具体参考刘明

等（2018）的做法，设定小学为6年、初中为9年、普通高中

及中职为12年、大专以上为16年，则平均受教育年限=小

学人口/6岁以上人口*6+初中人口/6岁以上人口*9+普通

高中及中职人口/6岁以上人口*12+大专以上人口/6岁以

上人口*16。

2 研究对象及数据来源

2.1 研究对象选择

高技术服务业在我国尚属新兴产业，我国学者和政府

部门对其的定义划分不尽相同，本文所指的高技术服务业

主要参考国家统计局的划定标准，将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界定为研究对象，

由于知识产权服务的数据难以获取且所占份额较小，在本

文的研究中暂时不考虑该类产业。

2.2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

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以及各省有关统计年鉴。整理得出

的我国30个省份（不含西藏和港澳台）2008—2017年的面

板数据，数据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整体创新效率 eff
区位熵值qws

对外开放水平open
市场化水平mar

产学研合作强度 coop
政府支持程度gov

平均受教育年限 edu（年）

人均GDP（元）

均值

0.560

1.008

0.358

0.363

0.064

0.019

8.918

44604.110

标准差

0.258

0.603

0.446

0.179

0.052

0.014

0.944

23736.650

最大值

1.000

4.096

4.466

0.836

0.403

0.072

12.502

128994.000

最小值

0.113

0.476

0.047

0.095

0.010

0.004

6.764

9855.000

3 实证分析

3.1 我国各省份创新效率评价

通过软件MaxDEA 7.11测算，本文以整体创新效率是

否为1以及是否达到当年全国平均水平可得大致的区域

分布情况如下页表2所示，并根据各年全国的效率均值走

势绘制下页图1。

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区域整体创新效率水平不容乐

观，整体创新效率均值较好时在0.6附近波动，最差时低于

0.5，其中近些年持续处于整体效率有效的省份主要包括

北京、广东、上海等，但从时间维度上看仍有所提高，2016

年其均值达到最高点，到2017年略有下滑；而从各年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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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创新效率平均水平的情况来看，整体变化不大，基本

每年约有9个省份效率水平高于全国效率均值，而2015年

较少，只有7个省份，且创新效率较高的大多位于经济发

达地区，我国西部等经济落后地区创新效率较差，大多处

于平均水平以下，这点与前人的研究相吻合；从走势图中

可以看出，两个子阶段的效率均值表现出向“两级分化”方

向发展的态势，创新研发效率均值从2008年的0.626上升

至2017年的0.756，而创新转化效率均值从2011年起有较

大幅度的下滑，在 10 年的时间内反而从 0.522 下降至

0.429，这表明我国整体基础科研创新效率水平较高，而在

科研成果向商业收益转化方面有所欠缺，因创新转化效率

较低而导致整体效率低下；这种高研发、低转化的态势也

反映出我国基础研发的能力与经济转化能力不相匹配，科

研的创新产出不能及时转化为收益从而带动当地经济发

展，这可能是由市场化机制的缺失和融资环境的影响而导

致，但某些省份如陕西的创新研发效率远远高于其转化效

率，这或许与当地高校数量较多，承担着巨大的科研任务

的同时其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又较低有关。

3.2 产业集聚程度的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以整体创新效率为被解释变量，以高技术服务业区位

熵值为解释变量及门槛变量，和其余控制变量一起纳入模

型，经Stata 11.0运行后可从表3可以看出门槛模型的显著

性情况，临界值分别为1%、5%、10%，结果显示单一门槛模

型在1%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双重门槛模型在5%水平

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三重门槛模型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3 产业集聚程度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门槛模型

单一门槛

双重门槛

三重门槛

门槛值

0.587

0.587，1.341

0.587，1.341，1.843

F值

25.327***

12.286**

0.137

P值

0.002

0.018

0.72

BS

500

500

500

临界值

1%

16.801

13.394

12.998

5%

11.102

7.999

7.207

10%

7.845

5.783

4.361

注：***、**、*分别代表在1%、5%、10%水平下显著，下表同。

门槛值分别为0.587和1.341的似然比检验如图2所

示，其中LR为0时的对应点为门槛值，LR＜7.5的对应区

间为95%水平下的置信区间。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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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2 3 4First Threshold 1 2 3 4Second Thres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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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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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门槛值为0.587和1.341的似然比检验图

该结果表明高技术服务业在不同的集聚水平下对区

域创新效率的影响不同，因三重门槛模型未能通过显著性

检验，以双重门槛模型为例对结果进行分析，根据门槛值

可将高技术服务业集聚程度分为低度集聚模式（qws≤

0.587），中度集聚模式（0.587＜qws≤1.341），高度集聚模

式（qws＞1.341），门槛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产业集聚程度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fdi
mar
coop
gov
edu

qws(qws≤0.587)

qws(0.587＜qws≤1.341）

qws（qws＞1.341）

常数项

系数值

0.097**

-0.217

0.439***

-4.850***

0.130***

0.443***

0.119**

-0.019**

0.161***

t值

2.49

-1.46

3.26

-4.47

5.32

4.06

2.47

-1.98

3.57

P值

0.013

0.146

0.001

0.000

0.000

0.000

0.015

0.049

0.000

从面板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高技术服务业集聚

在其自身的门槛效应下与创新效率之间大致呈现“倒U”

型的非线性关系，在低度集聚模式下，其影响系数为

0.443，在1%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中度集聚模式下，其

影响系数为0.119，高度集聚模式下，影响系数为-0.019，

均在5%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从整体来看，高技术服

务业在较低的集聚水平下对创新效率的正向影响是最大

的，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在高技术服务业集聚的初期，各种

资源正处于快速整合的阶段，该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知识

型人才的汇集，高技术服务业作为新兴产业又同时具有极

大的诱惑力，因此会在短期内吸引众多创新资源，而该产

业又具备着推动其他产业协同发展的优势，从而可在此阶

段大幅推动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集聚模式下地理位置上

的邻近也有利于知识信息的扩散，其为技术创新提供了

有利条件；但在集聚水平不断加大的过程中，对创新效率

的正向影响逐渐趋于平缓，中度集聚水平下已经下降为

0.119，在高度集聚水平下对创新效率反而有一定的抑制

作用，分析其原因可能是随着集聚程度的提高，行业市场

内的竞争日渐激烈，其集聚状态下的资源优势变得不那

么明显，行业规模变得庞大以及技术日趋成熟的过程中

也伴随着大量的员工跳槽和流动，其创新成果极易被竞

争对手抄袭和模仿，会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企业的原创动

力，也产生了一定的拥挤效应，因此对创新效率产生了不

利影响。控制变量方面，对外开放水平、受教育水平以及

产学研合作都对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市场化水

平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政府的支持力度对创新效率的影

表2 整体创新效率区域分布

年份

2008

2010

2012

2015

2017

效率为1

北京、上海、广东

北京、上海、广东

北京、上海、广东、江苏

北京、江苏、浙江、广东

北京、上海、广东

效率大于均值

天津、江苏、浙江、福建、海南、湖南、广西、山东、重庆

天津、吉林、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南、广西、
海南、重庆

天津、江苏、浙江、福建、湖南、广西、山东、重庆、安徽

上海、安徽、山东、福建、湖北、湖南、重庆

吉林、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海南、广西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0

整体创新效率均值

创新研发效率均值

创新转化效率均值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图1 我国创新效率均值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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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显著为负，这可能是因为政府对科技财政上的支持会造

成当地企业本身R&D经费的冗余，产生挤出效应，不利于

创新效率的提升。

3.3 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将人均GDP作为门槛变量，整体创新效率和区位熵

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进一步探讨不同经济发

展水平下高技术服务业集聚对创新效率的影响，门槛检验

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经济发展水平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门槛模型

单一门槛

双重门槛

三重门槛

门槛值

25000

25000,40000

25000,40000,73000

F值

25.956***

13.403**

4.595

P值

0.004

0.022

0.196

BS

500

500

500

临界值

1%

18.733

16.179

16.876

5%

10.556

9.992

10.552

10%

8.591

6.322

8.133

可以看出单一门槛模型在1%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双重门槛模型在5%水平下通过检验，三重门槛模型未通过

检验，此外还需对门槛值的真实性进行检验，其似然比检验

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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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门槛值为25000和40000的似然比检验图

该检验结果证实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高技术服务业

集聚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不同，突变效应明显，因三重门槛

模型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同样以双重门槛值将其划分为低

经 济 发 展 水 平（GDP≤25000）、中 等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25000＜GDP≤40000）和 高 经 济 发 展 水 平（GDP＞

40000），门槛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经济发展水平门槛回归模型结果

fdi
mar
coop
gov
edu

qws(GDP≤25000)

qws(20000＜GDP≤40000）

qws（GDP＞40000）

常数项

系数值

0.167***

-0.224

0.551***

-5.410***

0.090*

-0.143***

-0.040**

0.030**

0.513***

t值

2.70

-1.26

3.60

-4.29

1.89

-3.61

-2.55

2.14

2.70

P值

0.007

0.208

0.000

0.000

0.060

0.000

0.011

0.033

0.007

从回归结果来看，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该产业集聚与

创新效率之间呈现出“U”型的非线性关系，低经济发展水

平下高技术服务业集聚对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影

响系数为-0.143，并在1%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中等经

济发展水平下该产业集聚仍表现出对创新效率的负向影

响作用，但其影响程度已经不如低经济水平下的明显，系

数为-0.04并在5%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当人均GDP＞

40000即处于高经济发展水平下时，高技术服务业集聚已

表现为对创新效率的正向促进作用，其系数为0.03并在

5%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该结果表明在较低经济发展

水平下，高技术服务业集聚不利于创新，可能是因为经济

环境较差时，不利于各种优势资源和人才的聚集，但经济

发展落后的区域通常无法吸引这些优势资源，而该产业对

创新的正向影响难以体现；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这种不利的局面将逐步得到改善，当达到高经济发展水平

时，该产业集聚将对创新效率发挥正向的促进作用。

4 结论

（1）网络DEA模型的效率测算结果表明，我国整体创

新效率处于较低水平，但近些年来有逐步提高的趋势，且

经济较发达地区创新效率要高于西部等经济落后地区，从

子阶段的创新效率情况来看，我国创新研发阶段效率要明

显高于创新转化阶段效率，且两者近些年在向“两极分化”

的方向发展。

（2）高技术服务业的区位熵值和各地区人均GDP均通

过单一门槛模型和双重门槛模型的显著性检验，且门槛值

的真实性也通过了似然比检验，表明高技术服务业集聚对

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结构突变，两者呈现出明显的非线性

关系。

（3）高技术服务业集聚在其自身集聚程度的影响下表

现出对创新效率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在低度和

中度集聚模式下对创新效率有正向促进作用，且低度集聚

模式下的正向影响最为明显，高度集聚模式下对创新效率

有抑制作用。

（4）高技术服务业集聚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对创新

效率的影响是先抑制后促进的“正U”型关系，低经济发展

水平和中度经济发展水平下该产业集聚均表现出对创新

效率的负向影响，且低经济发展水平下的负向影响最明

显，高经济发展水平下则有利于创新效率的提高。

（5）从控制变量对创新效率的影响来看，对外开放水

平、受教育水平、产学研合作程度均有利于创新效率的提

升，但政府的支持程度表现为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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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农村居民因受经济条件、生活条件等因素的制约，遭

受健康冲击的风险较大，抵御健康冲击的能力却相对较

弱。因此，保障全民健康的重点和难点就在于有效维护和

改善农村居民健康。医疗保障制度的设计初衷在于通过

降低医疗费用负担促进对医疗服务的利用，从而改善农村

居民的健康状况。然而，学界对于医疗保障制度能否实现

这一设计初衷还尚未形成共识。

有的学者认为医疗保障制度有助于提升参保者的健

康水平[1]。如Wang等（2009）[2]研究发现，农村互助医疗保

险（RMHC）显著降低了全年龄段农村居民的自报疼痛和

焦虑比例，提高了55岁以上个人的行动和自理能力。黄

晓宁和李勇（2016）[3]研究发现，新农合制度具有显著的健

康效益，加入新农合使得农村居民日常活动能力增强，而

且参加新农合后农村居民过去四周生病概率减小。还有

的学者认为医疗保障制度并不必然改善参保者健康状

况。如Chen和 Jin（2012）[4]研究发现，尽管新农合的覆盖

范围广泛，但其对参保儿童健康的影响仍然有限。刘晓婷

（2014）[5]通过交互作用分析探讨“医疗保险”的交互效应时

发现，将新农合作为调节变量调节医疗总花费时，将导致

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下降。邹薇和宣颖超（2016）[6]研究发

现，由于政策落实力度不够，使得新农合对农村居民健康

未产生显著影响。

综上所述，学界关于医疗保障制度与农村居民健康之

间因果关系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主要原因在于，现有研

究大多未能同时解决参保状态的内生性问题和健康状况

的度量问题对估计结果的影响[7]。为此，本文重新考察医

疗保障制度对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以期更加准确、客观

地认识医疗保障制度的健康绩效，为进一步深化医疗保障

制度改革提供经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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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査（CFPS）2012年和2018年数据，运用PSM-DID方法考察了医疗保障制
度对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并分析了这一影响在不同年龄和不同收入群体中的异质性。结果表明，医疗保障制
度未能对农村居民的自评健康和慢性疾病患病率产生显著影响；医疗保障制度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的两周身
体不适率；医疗保障制度对不同年龄段、不同收入的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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